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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减贫的产权制度

残缺、租金利益失衡与优化机制分析

宋文飞

摘　要：生态补偿制度中经济发展权与生态产权 “双重”缺位，即贫困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制度性根源。

为揭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产生的理论与现实逻辑，本文着重从 “租金”视角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进

行了优化机制讨论。研究指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产生是在资源的经济用途到生态用途的转移过程中

产生的。经济发展权缺位下，生态保护的成本并没有在生态补偿中得到 “平衡”，且由于生态产权制度的缺

位，生态补偿标准进一步偏离了资源租金价值，形成了生态补偿制度 “双重”缺位下的特殊贫困现象。同时，

由于 “搭便车”、“寻租”等行为的存在，相对贫困问题、社会福利 “隐性”损失及地区利益失衡问题，更需

要引起重视。进一步的优化机制分析表明：生态补偿应将生态保护的成本与收益内部化，财政转移支付定位

于提升生态保护效益较为合理，长远来看，应增强其他地区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横向补偿以解决地区利

益失衡问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资本化评估，理论上需要将经济成本、生态外部效益的价值综合考

虑进来加以权衡。最后提出，后续需要建立和完善经济发展权、生态产权的相关法律法规，从制度上明确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减贫的定位、标准和实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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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财政部、环保部信息整理。

一、引　言

生态文明建设中，以 “生态保护”为主旨的生态功能区建设被国家战略所重视。早在 《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就明确将重要生态功能区建设作为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
重要任务。其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纲要》（２００７）、《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２０１０）
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划为生态保护和限制开放区域。近年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覆盖范围不断
增大，享受生态转移支付的省份从２００８年的１７个到２０１６年全覆盖，涉及的县域从２０１０年的４３６
个增加到２０１８年的８１８个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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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范围生态保护格局形成的同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贫困①问题值得关注。在贫困地
区各类主体功能区中，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布最广，占贫困地区总面积的７６．５２％［１］。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与贫困地区有着高度的重叠性，覆盖地区绝大多数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其
中，２０１６年有４３４个县属于国家扶贫县，占国家扶贫重点县总数的５２．１６％②。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不仅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非生态功能区贫困县相比

也存在差距，具有深度贫困的特点。历年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支付范围的贫困县的国土面积都要
远高于非生态功能区贫困县，但其ＧＤＰ、农村人均净收入等各项经济指标都明显落后于非生态功
能区贫困县 （如表１所示）。

表１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与其他扶贫县的比较

年份 贫困县分类
面积 （万

平方公里）
ＧＤＰ
（亿元）

一产增加值

（亿元）

二产增加值

（亿元）

农村人均净

收入 （元）

２００２ 非生态功能区 ０．２４０　 ４１．７８４　 ９．４５３　 １８．８４４　 ２　７４５．５１０
重点生态功能区 ０．５８０　 １４．５５１　 ４．４４７　 ５．０４６　 １　９８９．９２５

２００３ 非生态功能区 ０．２４０　 ５３．２３７　 １０．２３８　 ２５．７４８　 ３　０２９．１７６
重点生态功能区 ０．６２０　 １８．６４９　 ５．０４４　 ７．０９２　 ２　３０６．５５３

２００４ 非生态功能区 ０．２８０　 ５７．２８４　 １１．５８４　 ２７．６０４　 ３　２９８．８５７
重点生态功能区 ０．７１０　 １９．２４４　 ５．３４４　 ７．３７８　 ２　５２８．５２２

２００５ 非生态功能区 ０．２８０　 ６５．０５５　 １２．５６５　 ３２．１９６　 ３　７００．０３２
重点生态功能区 ０．７００　 ２２．０３２　 ５．８０４　 ８．５９６　 ２　８２０．１０１

２００６ 非生态功能区 ０．２９０　 ７９．８２８　 １３．９９７　 ４０．７１３　 ４　１４９．１０２
重点生态功能区 ０．７４０　 ２５．９６８　 ６．３５３　 １０．５０２　 ３　１６１．２５３

２００７ 非生态功能区 ０．２９０　 ９４．５６７　 １５．２７７　 ４９．６６８　 ４　７０５．８９９
重点生态功能区 ０．７２０　 ３３．８７５　 ７．９１０　 １４．５６８　 ３　６３６．３８９

２００８ 非生态功能区 ０．２７０　 １１１．９１６　 １７．４８１　 ５９．５７１　 ５　３４９．１０２
重点生态功能区 ０．７１０　 ３８．３５８　 ８．７３９　 １７．０５３　 ４　０２８．１１９

２００９ 非生态功能区 ０．２８０　 １２５．２８８　 １８．７９４　 ６５．８７６　 ５　８９６．９５８
重点生态功能区 ０．７１０　 ４３．１５３　 ９．４９１　 １８．９１６　 ４　５１１．４６３

２０１０ 非生态功能区 ０．２８０　 １５５．７６４　 ２１．６４３　 ８４．４０５　 ６　８３５．７５１
重点生态功能区 ０．７１０　 ５１．２６９　 １０．９４３　 ２３．２７４　 ５　２９６．７２９

２０１１ 非生态功能区 ０．２９０　 １８１．０６５　 ２４．９８１　 ９８．５１４　 ８　０８５．８７３
重点生态功能区 ０．７２０　 ６６．２８７　 １３．２２５　 ３１．６０５　 ６　５１１．２８４

２０１２ 非生态功能区 ０．２９０　 ２０４．８５９　 ２７．５０３　 １１０．７６１　 ９　２５２．４５９
重点生态功能区 ０．７３０　 ７６．６６０　 １５．１２６　 ３６．２８６　 ７　３８４．５００

２０１３ 非生态功能区 ０．２５０　 ３０８．８９０　 ３２．３２１　 １６４．４９７　 １１　５９７．３８０
重点生态功能区 ０．９８０　 １０７．５１３　 １８．１１０　 ５４．７１４　 ８　９８１．４２０

２０１４ 非生态功能区 ０．３３０　 １５４．８７６　 ２１．７２８　 ８０．２３８　 １０　１９５．９２０
重点生态功能区 ０．５５０　 ７０．４６８　 １５．３３７　 ３１．９８７　 ７　５５５．９５２

２０１５ 非生态功能区 ０．０８０　 １７９．９１１　 ２５．５６９　 ８７．６１９　 １１　６８４．６５０
重点生态功能区 ０．３４０　 ９７．７１４　 ２１．５４７　 ４０．７０４　 ８　１００．６４３

　　注：表１的数值均为历年均值。国家扶贫办２０１２年提出６６５个扶贫县，结合２０１８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

支付县域名单，将全国贫困县划分为非生态功能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两种类型。以上数据是笔者根据 《中国县域

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整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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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英国大百科全书》将 “贫困”定义为，一个人缺乏一定量的或社会可接受的物质财富或货币的状态，包括绝对
贫困与相对贫困。这里所涉及的 “贫困”则是区域性概念，如国家扶贫办所划定的位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扶贫县，

这些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据环保部发布 《２０１６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新增转移支付县域名单》和 《国务院关于印发 “十三五”脱贫攻坚
规划的通知》整理所得。



从表１可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贫困程度更深，且贫困现象一直存在。那么，为什么
贫困地区多位于生态保护区域？这可能与生态保护本身的特点有一定关系。生态保护过程本身即意
味着要占用当地的经济资源，而生态保护禁、限政策则从政策、法规的层面要求当地及居民放弃一
定的经济发展权①。生态保护与贫困是 “一体两面”，是生态效益与经济成本的对立统一。为缓解
生态保护区域的贫困程度，需要针对生态保护的成本或收益进行生态补偿。政策层面，国家先后出
台了 《生态文明改革总体方案》（２０１５）（以下简称：《方案》（２０１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 （２０１６） （以下简称： 《意见》 （２０１６））、 《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重要法规文件，强
调通过生态保护扶贫、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策略，要求生态保护补偿资金、国家重大生态工程项目
和资金向贫困地区倾斜。减贫成为生态补偿的重要目标。
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政策的重点，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财政支付力度。自财政部

颁布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试点）办法》（２００９）以来，中央转移支付的力度逐年增加，
从２０１０年转移支付２４９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８年的７２１亿元 （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金额

不可否认，财政转移支付等生态补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功能区财政能力的不足，有利于
减少贫困②，如２０１６年西藏自治区提供护林、护草、护水等八大类生态保护补偿脱贫岗位５０万个，

全区１３万人口实现脱贫［２］。然而，生态保护的过程更多地体现了政府的意志［３］，政府主导式生态
补偿制度并非建立在生态服务市场供需的基础上，在补偿标准、补偿精度、减贫定位等诸多方面存
在不足。

现行生态补偿制度缺乏生态保护成本与收益的清晰界定，且生态补偿如何兼顾生态保护与减贫
缺乏成熟的制度体系，从而导致政府在生态补偿中的定位 “错乱”问题。本文在生态补偿定义的基
础上，分析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产权制度的 “残缺”问题，并从 “租金”视角剖析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产生的理论与现实逻辑，在此基础上对生态补偿的最优化机制进行探讨，提出
相应的优化政策思路。

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形成的逻辑：制度缺位与租金利益失衡

（一）生态补偿制度缺位
生态补偿的定位是什么？刘桂环等［４］将生态补偿定义为 “是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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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目前，国内并没有针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发展权的专门法律规定。这里泛指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地区、居
民因为生态保护而牺牲的资源经济用途的使用权以及发展机会。

这里贫困是指绝对贫困。



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以政府和市场等手段，调节相关者利益关
系的制度安排”。根据此定义，生态补偿是针对生态保护过程中产生的成本 （生态保护成本、发展
机会成本）与收益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的补偿。从政策定位来看，《方案》（２０１５）提出 “构
建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自然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即
生态补偿应体现资源价值；２０１８年 《发展改革委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
提出：“加快建立健全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环境损害的生态补
偿机制”，即生态补偿是体现在资源价值的基础上，针对成本 （环境损害）和收益 （生态价值）的
补偿。总之，生态补偿不应偏离资源市场价值，且是对生态保护发生的成本与收益进行的补偿。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成本主要表现为当地经济发展权受限的损失，生态保护的效益主

要表现为生态服务价值的提升。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在现行制度下，缺乏针对经济发展权、生态产
权的相关规定。
针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补偿的制度主要体现在转移支付办法的实施上 （如表２所

示）。２００９试点办法、２０１１办法将转移支付定位为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 “双重目标”，２０１２
办法、２０１６办法及２０１８办法都将转移支付定位为生态保护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其中，
“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究竟体现在生态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没有明确的规定。２０１８办法首次提出将
“三州三区”的贫困地区作为重点支付对象，并提出了补助标准，财政转移支付又肩负起生态保护
与扶贫的双重任务。支付办法的定位显然受国家生态补偿政策变化的影响。２０１８办法的新规定与
《意见》（２０１６）提出的 “将生态保护补偿与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西部大开发战略和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脱贫攻坚等有机结合，逐步提高重点生态功能区等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其转型绿色发
展”等的规定是同步的。不过，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定位的动态变化也反映出其具有一定的 “模糊
性”。财政转移支付究竟是定位于生态保护还是扶贫，亦或二者都要兼顾，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表２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的定位

年份 补偿标准 范围及变动重点 定位

２００９年
试点办法

某省 （区、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应补助数＝ （∑该
省 （区、市）纳入试点范围的市县政府标准财政支出－∑该省
（区、市）纳入试点范围的市县政府标准财政收入）× （１－该省
（区、市）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纳入试点范围的市县政府生态
环境保护特殊支出×补助系数

生态功能区、生态
保护较好省区

生态保护、
经济社会

发展

２０１１年
办法

某省 （区、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应补助数＝∑该省
（区、市）纳入转移支付范围的市县政府标准财政收支缺口×补助
系数＋纳入转移支付范围的市县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特殊支出＋禁
止开发区补助＋省级引导性补助

国家 生 态 功 能 区、
主体功能规划中的

禁、限 开 发 区、生
态保护好的省区

生态保护、
经济社会

发展

２０１２年
办法

某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应补助额＝∑该省限制开发等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属县标准财政收支缺口×补助系数＋禁止
开发区域补助＋引导性补助＋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工作经费补
助

同上 生态保护、
公共服务

２０１６年
办法

某省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应补助额＝重点补助＋禁止开发补
助＋引导性补助＋生态护林员补助±奖惩资金

首次将生态护林员

纳入补偿范畴

生态保护、
公共服务

２０１８年
办法

某省转移支付应补助额＝重点补助＋禁止开发补助＋引导性补助
＋生态护林员补助±奖惩资金； “三区三州”补助：根据贫困人
口、人均转移支付等因素测算

首次提出转移支付

的扶贫区域范围

生态保护、
公共服务

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资金主要用于生态保护、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评价地区转移支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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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名单的是以生态保护绩效指标 （主要为ＥＩ指标体系）为主的考核体系，而针对当地及居民经济
发展权受限的专门性补偿规定缺位。这产生了事实上的生态保护补偿的不平衡、不对等问题。当地
政府往往会在生态保护与求发展之间面临两难选择，产生生态保护资金用作经济发展等诸如此类的
定位 “错位”问题，转移支付的生态保护效应与减贫效应均无法实现最优化。
如表３所示，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看，虽然部分法律、法规有着根据成

本或收益进行补偿的规定，但是对 “成本”、“收益”究竟是什么，怎么衡量，缺乏清晰界定和系统
性的评估方法，尤其是没有专门针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成本的成熟法律规定和政策。这
都反映出在经济发展权缺位情况下，生态补偿制度存在不能有效根据自然资源的价值损失进行补偿
的问题。

表３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相关的部分法律、法规规定

资源 相关法律、法规 补偿规定 规制用途 定位

森林 《森林法》 国家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生态保护 效益补助

水 《水法》 从事工程建设、开采矿藏对水资源有不利影响的依法

给予补偿

水资源保护 成本补偿

对水工程建设移民实行开发性移民的方针，按照前期

补偿、补助与后期扶持相结合的原则

水工程建设 成本补偿

草地 《草原法》 在草原禁牧、休牧、轮牧区，国家对实行舍饲圈养的

给予粮食和资金补助

草原保护 成本补偿

对保护、管理草原以及发展畜牧业成绩显著的给予奖励 草原保护 效益补偿

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保护法》 野生动物侵害人员、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的由当地人

民政府予以补偿

野生动物保护 成本补偿

另外，目前中国的生态产权交易市场尚处于探索阶段，生态产权制度缺失，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
生态财产权缺位［５］，缺乏鼓励农民参与生态保护的激励机制。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过程
中，农民始终扮演着被动角色，得到的生态补偿利益过低，生态保护与农民贫困的矛盾难以协调。
综上，在当前生态补偿制度中，经济发展权与生态产权的 “双重”缺位，使得生态保护的成本

与效益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发展权受限的经济利益损失无法得到平衡，贫
困问题难以获得根本解决，而生态产权制度的缺位不利于生态保护补偿市场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二）“双重”产权制度缺位下的贫困的形成逻辑：租值转移与利益失衡
在 “双重”产权制度缺位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是如何形成的实质上涉及两个重要问

题：贫困者损失了什么以及如何损失的？前者本质上是自然资源的价值问题，后者则涉及产权制度
缺位下贫困衍生的逻辑问题。下文尝试从 “租金”视角，分析 “双重”产权缺位下贫困形成的理论
与现实逻辑。

１．自然资源价值及实现：租金视角的分析。纵观经济学理论，租金理论与价值理论是联系在
一起的。关于价值理论主要分化为两条主线：一是在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劳动价值论，
典型的代表是马克思；二是西方经济学家发展的 “效用价值论”，后经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发展，成
为西方主流的价值理论。马克思基于唯物辩证法思想，论证了价值的本质，并对价值与价格的辩证
关系进行了揭示。他认为价值决定价格，价格是价值的反映。而租金本质上是 “价值增殖的形式”，
租金是价格的决定因素。将作为 “价值增殖”形式的租金赋予一定的价格，本文称之为 “租金价
格”，它表明一切的经济活动都以寻 “租”为目的，而得到 “租”需要付出一定的价格。新古典经
济学的 “均衡价格论”实质上揭示了租金价格形成的供需作用机制。我们用图２作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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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租金价格

图２表示的是 “均衡价格论”的基本思想。
其中，Ｄ表示需求曲线，也可以表示为 ＭＲ曲线，

Ｓ表示供给曲线，也可以表示为 ＭＣ曲线，ＭＲ表
示边际收益，ＭＣ表示边际成本。当均衡时，Ｄ＝
Ｓ，此时，ＭＲ＝ＭＣ。 “租金”在现代经济理论中
被视为 “剩余”，而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寻 “租”的
过程，通俗地讲就是追求利润的过程。因此，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源动力就是对租金的需求，
形成Ｄ曲线 （需求曲线），而相对应租金需求的就
是租金供给曲线，即Ｓ曲线，二者相等时形成均
衡价格Ｐ＊，它是均衡时租金的价格。
由于租金与价值的内在关联，同样可以将其

应用于对自然资源价值的解释上。自然资源中所
蕴含的价值即体现为 “租”的价值 （租值）。要获取自然资源所蕴含的 “租”，就需要付出一定的租
金价格。
自然资源产权界定为什么如此重要？这是因为，拥有自然资源的产权就拥有实现这部分 “租

值”的权利，它关系到利益分配的核心问题。若产权界定缺失或不完整，那么，部分 “租”进入
“产权公共域”，不为权利人所拥有，造成这部分 “租值”因 “寻租”等行为的存在而 “耗散”。从
此意义上讲，“双重”产权制度缺位意味着存在 “产权公共域”，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
定程度的 “租值”损失。
那么，自然资源的 “租值”如何实现呢？如图２所示，需要完善的市场机制保证 “租”的价格

能达到Ｐ＊的水平。如果存在完善的自然资源产权交易市场，那么自然资源的 “租值”就能得到充

图３　同一资源不同用途的租金价格

分的货币化体现。然而，现行生态市场机制
尚处于探索阶段，自然资源 “租值”的价格
无法得到充分的货币体现，它低于Ｐ＊的水
平。现实的情形往往是政府通过规制，赋予
资源一定的租金价格，但不能充分货币化反
映资源的租金价值，且由于不同用途自然资
源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程度的不同，产生了同
一资源的租金价格存在差异的问题。我们用
图３作为简要说明。假设图３中资源有两种
用途：经济用途和生态用途。经济用途下，
租金的需求曲线为Ｄ；生态用途下，租金的
需求曲线为Ｄ′。由于经济用途的产权市场发
展得比生态用途的产权市场更为完善，Ｄ＞Ｄ′，因而，同一资源Ｘｓ经济用途的租金价格大于生态
用途的租金价格，即Ｐ＞Ｐ′。典型的案例是土地因规制用途不同形成的价格差异。

２．贫困是如何产生的———经济发展权缺位下的租值转移。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成本
与收益的产生具有特殊性、同时性的特点。典型的体现是土地经济用途到生态用途的规制。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在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保护过程中都要占用土地资源，例如
近年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内实施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湿等生态保护项目要占用耕地
资源，在此过程中，当地地区及居民土地资源经济用途权利的牺牲意味着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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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二者同时发生于生态保护的过程中。换言之，占用土地的经济价值以生态价值的形式体现，
并被全社会所共享，而当地地区及居民的损失并未在此过程中得到 “平衡”，这就产生了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与贫困地区高度重合的现象。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在生态保护过程中，资源的经济用途转移到生态用途，这部分资源发生了

租金价值形式的变化，即经济用途的租金到生态用途的租金价值的转移。为了分析方便，假设租金
的形成函数为：

Ｒ＝Ｆ（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Ｌ） （１）
其中，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为用作经济用途的资源，例如土地等资源，Ｅｅｃｏｌｏｇｙ表示用作生态用途的资源，Ｌ

表示劳动力资源。
租金的来源按照用途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经济用途的租金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和生态用途的租金Ｒｅｃｏｌｏｇｙ，表

示为：

Ｒ＝Ｆ（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
　 　
　Ｒ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２）

假设Ｒ严格凹、可两次差分，且满足一阶线性齐次性条件，那么，（１）式进一步可以表示为：

Ｒ
Ｌ ＝ｆ

（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ｌ） （３）

其中，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

，ｅ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Ｅｅｃｏｌｏｇｙ
Ｌ

。

为下文分析方便，这里假设劳动力以不变的速率增长ｎ，那么，Ｌ＝ｎＬ，Ｌ＝ｄＬ／ｄｔ。
设定转移函数为：

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Ｅｅｃｏｌｏｇｙ
·

）＝０ （４）

图４　租值的转移

如图４所示，经济资源转移的过程即生态
资源增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用作经济用途
的租值不断转移为生态用途的租值，租值的形
式发生变化。换言之，当地地区或居民丧失了
这部分经济用途的租金的价值，换来了整个社
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提升。这是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贫困产生的基本逻辑。

３．生态产权缺位下生态补偿对自然资源租
值的进一步 “偏离”。理论上的补偿应是实现经
济用途的租金利益与生态用途租金利益的 “占
补平衡”，这样才能实现生态保护补偿的公平
性。然而，现实的情形是由于生态产权交易市
场处于探索阶段，国家在用途规制中对租金的

价格进行规制，导致针对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的生态补偿不能弥补其经济成本，形成实际上的租金

利益失衡问题。

如图３中所示，土地在经济用途的租金价格大于生态用途。这就产生了一个现实 “悖论”：即

使当地地区或居民拥有一定资源的生态产权，但其在生态用途获得的租金收益较小，不能弥补其经

济价值损失，产生租金利益失衡问题。况且，政府主导式生态补偿往往将土地在经济用途与生态用

途补偿上 “割裂”开来，造成了同一资源因不同用途的补偿差异，进一步偏离了自然资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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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退耕还林为例。表４列示了退耕还林工程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的实际补偿情况，平均每户补助自

２００６年的８９１．５７１元降低到２００９年的８３６．９６３元，实际算下来每人每年平均得到的补助只有２００
元左右。以平均补偿８年计算，平均每人补偿１　６００元左右，平均每户补偿６　４００元左右，普遍低
于征地补偿价格。

表４　退耕造林总面积及实际补助情况

退耕还林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累计 （亩） １３４　４６７　５００　 １３５　７４７　０００　 １３５　９２７　０００　 １３５　９３９　０００

实际补助 （亩） １３１　７０４　５００　 １３４　９１９　０００　 １３４　２０９　５００　 １３０　９８１　５００

补助金额 （亿元） ２４９．６４　 ２５３．７４　 ２４６．３２　 ２３８．５３

补助农户 （万户） ２　８００　 ２　９２３．３１５　 ２　９０８．９４１　６６４　 ２　８３８

每户平均补助 （元） ８９１．５７１　 ８６８．９８７　 ８４８．０６０　 ８３６．９６３

４．相对贫困的衍生。生态产权的制度缺位，为政府产权干预①提供了可操作空间，这也是 “产
权公共域”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而政府在生态保护的干预过程中会导致一定的社会隐性福利损
失，即在资源从经济用途到生态用途租值的转移过程中存在 “转移成本”，如图５所示。

图５　政府规制下的转移成本

由于政府干预的 “转移成本”的存在，资
源在经济用途的租值并不能完全转化为生态用

途的 “租值”，存在一定的 “租值耗散”，转化
后的租值用 （５）式表示：

Ｒ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Ｇ（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 （５）
由于生态产权的缺位，相应生态资源的

“租值”进入 “公共域”，且在政府主导模式
下，生态保护供给者在 “租值”的分配中处于
弱势地位，“搭便车”、 “寻租”等问题将不可
避免，导致 “租值耗散”问题，供给者的收益
难以弥补其成本［８］，亦或者说提供者对生态保
护的租值贡献存在 “隐性”损失问题。例如，

政府在生态补偿资金分配中存在 “寻租”或分配歧视，无疑会加深生态保护提供者，尤其是弱势群

体的租值利益失衡问题。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生态保护过程中相对贫困程度的加深。宋文飞等［９］在研究中发现，生态保护

过程中存在对农民收入的长期扭曲以及 “退耕配置”、“级差配置”、“阶层配置”等扭曲行为，这显

然会导致 “相对贫困”问题的加深。

总言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问题难以摆脱的根源是生态保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资源

的经济用途到生态用途的转移，而这部分资源发生了从经济用途到生态用途的租金价值形式变化。

由于经济发展权的缺位，这部分租金利益没有得到充分平衡，需要平衡其租金利益损失以根本解决

当地的贫困问题。然而现实中，由于生态产权制度的缺位，在生态保护补偿过程中进一步偏离了自

然资源价值，且由于 “搭便车”、“寻租”等的存在，相对贫困程度存在加深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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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五常
［６］和Ｂａｒｚｅｌ［７］曾经对价格管制造成的 “租值耗散”问题进行了论述。



三、优化机制分析

根据上文所述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产生的特点，本文进一步尝试对生态补偿的最优化机
制进行探讨。

（一）生态补偿的最优化情形
考虑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租值转移的特点，设定转移的经济总量为Ｘ，转移租值的货

币价值为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租值 （经济用途和生态用途）的货币价值为Ｙ （Ｒ），生态用途的租值货币价值为
Ｙｅｃｏｌｏｇｙ，经济用途的租值货币价值为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那么：

Ｙ（Ｒ）＝Ｙｅｃｏｌｏｇｙ ＋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６）
在政府主导下，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到Ｙｅｃｏｌｏｇｙ货币形式的转移函数可以表示为：

Ｙ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Ｇ［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Ｒ）］≡Ψ（ｘ） （７）

其中，ｘ＝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Ｙ（Ｒ）
，０≤ｘ＜１，且满足Ψ′（ｘ）＞０、Ψ″（ｘ）＜０的条件。

图６　租值转移的外部性

图６所示，驱动政府生态保护的动力是生态
的外部性效益，它为全社会所共享，当然，经济
用途租值到生态用途租值转移的过程也伴随着一

定的福利损失，包括当地经济发展的落后与贫
困、资源的浪费等。在一定阶段之内，转移经济
用途的租值带来租值的增值 （存在生态外部性效
益），那么，限制当地经济发展权对整个社会的
福利是有利的。但是这种外部性效益并不是无穷
递增的，当达到一定阶段后，租值转移的外部性
效益存在边际递减，此时要权衡福利损失与外部
性效益，以求最优方案。
在租值转移的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成本源于

生态功能区的经济损失，而社会免费享有生态公共服务。实际发生的成本来自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自然资源的租值转移与转移后劳动丧失的租金，例如在生态保护过程中存在失地问题，农民在失

地的同时，附着于土地之上的劳动权利也不复存在。那么，外部性效益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租

值贡献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与实际发生成本的差额，可以表示为：

∏ ＝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ｗＬ ＝ｘＹ（Ｒ）－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ｗＬ （８）

其中，∏ 表示外部性效益，ｒ表示转移的租值的边际价格，ｗ表示劳动的租金价格 （即工资）。
对 （８）式求导，可以得到：

∏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Ｆ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９）

ｒ＝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１０）

根据一阶最优条件：
∏
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０、
∏
Ｌ ＝０，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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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Ｆ１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
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１１）

ｗ＊ ＝ 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Ｌ
（１２）

式 （１１－１２）表明，生态补偿的最优情形是根据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租值贡献的补偿，而租值
的贡献既包括资源经济用途的租值，也包括转移后的外部性效益。这意味着在租值 “占补平衡”的
基础上还应根据其外部性效益进行优化激励。

（二）财政转移支付的生态公共服务定位情形
政府转移支付主要用于生态保护，因而具有生态保护的外部性效应。区别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的租值贡献，它是在功能区租值转移之后的以生态保护为目的的资金支持，主要用于生态公共服
务。那么，总体上可将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的来源分为两部分，用公式表示为：

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
功能区转移的租值

；∏＋ｆｉｓｃａｌ
生态外部性效益

） （１３）

其中，ｆｉｓｃａｌ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在此情形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行为
与退耕还林、退耕还草补偿等的生态保护性质不同。财政转移支付是对维持生态功能区生态服务功
能、提升其生态服务价值的支付，所产生的生态效益为全社会享有，是代表社会大众生态利益的一
种公共投资。这是与现实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办法的目标定位较为贴近的情形。
当然，财政转移支付也可以肩负双重目标，但现实操作比较困难，且需要明确功能区转移的租

值与财政转移支付生态外部效益的比例。本文认为，较为合理的情形是有针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转移的租值实施的相应补偿办法。这需要进行后续的生态补偿的优化机制设计。

（三）考虑其他地区为转移支付 “买单”的情形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产生的生态服务价值为整个社会所享有，但功能区以外的其他地

区并未就此 “付费”，从而造成事实上的地区利益不平衡。考虑其他地区为转移支付 “买单”，生态
保护过程中的成本可以用税收的形式表示：

Ｔ＝τｇ∏＋τｓ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τｗｗＬ （１４）

其中，τｓ、τｗ 分别为转移的资源与劳动所提供的生态保护价值的税率，τｇ 为其他地区所享有生
态功能区保护的生态外部性效益的税率。
其他地区为财政转移支付 “买单”，即：

τｇ∏ ＝ｆｉｓｃａｌ （１５）

（四）最优增长路径
综合以上三种情形，以下尝试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与生态两方面的最优增长路径进行分析。
为分析方便，具体将Ｙ（Ｒ）用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产函数形式表示：

Ｙ（Ｒ）＝Ｆ（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αＥｅｃｏｌｏｇｙβＬγ （１６）
其中，α、β、γ分别为自然资源 （经济用途）、生态资源与劳动的贡献参数，且满足α＞０，β＞

０，１－α－β＝γ＞０的条件。假设Ｙ （Ｒ）是劳动的线性齐次函数，那么：

Ｙ（Ｒ）
Ｌ ＝ｆ（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αｅｅｃｏｌｏｇｙβ （１７）

一阶最优化求解，可得到：

ｒ＊ ＝Ｆ１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ｘα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α－１ｅｅｃｏｌｏｇｙβ （１８）

ｗ＊ ＝ｘ（１－α－β）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αｅｅｃｏｌｏｇｙβ （１９）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资源转移，同时，当地居民通过这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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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租金的权利受到限制。最优的情形是，这些转移资源与劳动的最优租金价值都能内部化到经济
成本中。考虑此情形，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增长可以用货币化的经济租值的增长表示。最优增
长函数的形式可以表示为：

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 （１－τＳ）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１－τｗ）ｗ＊Ｌ （２０）

只有将转移资源与劳动的最优租金价值都内部化到经济成本中，才能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内
的劳动和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的货币化体现。

同样，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价值的增长可用货币化生态租值的增长表示，它是转移函数的

增量函数，即Ｙ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Ｙ（Ｒ）Ψ（ｘ）。在不存在政府扭曲的情形下，转移的价值与成本相等，即Ｔ＝
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那么，在考虑反映资源成本与生态保护效益后，增长函数可以表示为：

Ｙ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Ｙ（Ｒ）Ψ（ｘ）＝Ｌｆ（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ｅｃｏｌｏｇｙ）Ψ（
τｗｗ＊ ＋τｓＦ１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τｇＦ

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ｅｃｏｌｏｇｙ

ｆ（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Ｌｆ（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ｅｃｏｌｏｇｙ）Ψ［（１－α－β）τｗｘ＋τｓｘα＋τｇｘβ］ （２１）

其中，
∏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Ｆ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２１）式表明，由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的特殊性，从理论上衡量其资本化的生态价值
的增长，需要将功能区内部的经济成本、其他地区享有的外部效益的价值综合考虑进来加以权衡。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占用面积大、覆盖范围广、影响程度深。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与贫困区域
的高度重合并不是偶然的，它的形成与生态保护本身的特点有着密切关联。对此，有必要进行生态
补偿以缓解当地的贫困。本文首先从生态补偿制度视角进行了解剖，认为现行生态补偿制度下经济
发展权与生态产权的 “双重”缺位是贫困产生的制度性根源；然后从 “租金”视角阐释了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利益如何损失及其产生的理论与现实逻辑，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优化机制讨论。

本文认为，在经济发展权与生态产权的 “双重”缺位下，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定程度的 “租
值”损失。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的产生是在资源的经济用途到生态用途的转移过程中发生的。

由于经济发展权的缺位，这部分资源经济用途的租金利益没有得到充分平衡。同时，由于生态产权
制度的缺位，现行的生态保护补偿进一步偏离了资源租金价值。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搭便车”、
“寻租”等行为的存在，使得社会福利存在 “隐性”损失及地区利益失衡问题，相对贫困程度存在
加深的隐忧。如何反映自然资源价值损失？如何权衡生态保护效益与经济损失？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机制探讨。

根据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特点，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标准、财政
转移支付的定位以及最优增长路径。研究认为，生态补偿应将生态保护的成本与收益内部化，财政
转移支付则定位于提升生态保护效益较为合理。从长远来看，应增强其他地区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的横向补偿以解决地区利益失衡问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资本化评估，理论上需要将经
济成本、生态外部效益的价值综合考虑进来加以权衡。研究也表明，后续需要建立和完善经济发展
权、生态产权的相关法律法规，从制度上明确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减贫的定位、标准与实
施方法。此外，要实现生态保护成本与收益的 “占补平衡”，根本上是要引入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
制以减少政府生态补偿的扭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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